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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研究方法的方法论、
研究策略及应用*

———以消费模式研究为例

朱 迪

提要:近年来，定量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中广泛应用，但鲜
有研究注意到其方法论含义并科学地选取研究策略。事实上，学术界对于定
量定性方法的结合仍有争议，而且不同的结合方法背后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
含义也不同，对于研究结论的意义和作用也不同。本文以中产阶级消费模式
的研究为例，详细阐述了该研究使用混合研究方法的原因、目的、方法论、具
体研究策略及其应用。文章使用定量和定性的研究发现说明了混合研究方
法如何丰富和深化了研究结论，如何以具有代表性的样本为背景挖掘了消费
生活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关键词:方法论 定量定性混合研究方法 多元对应分析 访谈 消费

一、引 言

基于消费模式的变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的转变以及对社会生活各

方面的影响，学术界和市场研究都表现出对中国消费文化和消费者行

为的浓厚研究兴趣。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在消费模式的研究中开始重
视定量和定性方法的结合( 郑红娥，2006; 周晓虹，2005; 王建平，2007;
赵卫华，2007) ，一般包括收集调查数据和个案访谈，有的还包括参与
式观察。然而，在这股潮流中，很多研究并未充分说明为什么要使用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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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研究方法或者所蕴含的方法论含义: 定量或定性指的是数据收集方

法还是分析方法? 客观观察到的调查数据是否“可以”与主观建构的
数据相结合? 很多研究也未详述具体使用的研究策略，是定量数据主

导还是定性数据主导? 是为了研究结论的完整互补还是更加深入，抑

或是为了检验研究方法的有效性?

事实上，学术界对定性和定量方法的结合仍有争议，而且在不同的

结合方法背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含义也不同，对研究结论的意义和作

用也不同。本文将以中产阶级的消费模式为例展开讨论。研究的主要
目的是揭示中产阶级的消费行为特征及其中蕴含的消费倾向和动机。
在这里，消费倾向是指购买和使用某种物质产品或服务的独特的或主

要的原因，它暗含在人们对自身消费行为的解释中。本文定量数据来
自 2003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 。但只用定量分析不足以揭示消费
模式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因此作者于 2008 年又对北京的中产阶级做了
30 个访谈。为使得研究发现更加深入和丰富，本文采用一种以定性数
据为主的、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本文的结构如下: 首先讨论
混合研究方法的一些争论，其次说明本研究使用混合研究方法的目的、
研究策略和数据来源，然后分别阐述对两种数据的分析方法和简要的

研究发现，并在此基础上，讨论这种混合研究方法如何有利于更好地理

解中产阶级的消费模式。

二、关于混合研究方法的争论

如柏森( Pawson，2008: 120 ) 所总结的，研究者将定量和定性方法
进行结合的主要原因是社会是多面的、多层次的、多视角的，这种观点
得到了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广泛接受。因此，学术界需要那些能够融合
各种形式的材料和证据并整合当前多种研究视角的研究方法。基于这
种哲学观点，研究者针对具体的研究目的将这两种方法以不同形式相

结合，并根据不同的理论原则为这种方法论辩护。布莱曼( Bryman，
2008: 91 － 92) 曾对一些期刊论文进行研究，发现大多数融合定量定性
方法的研究是为了“强化”( 使用定性或定量方法收集更多数据来增强
定量或定性方法的研究发现) 、“完整”( 既使用定量方法也使用定性方
法会使得研究的解释更为全面) 以及“三角测量法”( 综合定量和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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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对研究发现进行三角测量，这些发现之间或许可以相互确证) 。
但是，传统观点认为，定量和定性方法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互不相

容，因此二者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使得定量定性相结合的方
法常常受到挑战。表 1 列出了定量和定性方法在认识论和本体论上不
同的倾向。习惯上，定量方法与客观主义相联系，通过收集“客观的”
观察资料来理解这个世界; 而定性方法与建构主义相联系，致力于发现

意义和解释以及动机和目的。

表 1 定量和定性研究策略的根本区别

定量 定性

认识论倾向 自然科学模型，尤其是实证主义 解释主义

本体论倾向 客观主义 建构主义

资料来源: Bryman，2001: 20。

然而，定量和定性方法之间的区别并不会带来二者相结合的研究

方法的无效。如布莱曼( Bryman，2001) 强调，就认识论和本体论来讲，
研究方法比研究者通常认为的要更加具有“流动性”。例如，定性研究
很可能与经验主义和现实主义结合，通过可观察的现象并联系内在的

结构和机制来解释世界; 定量研究也可能与解释主义和建构主义结合，

来发现那些为人们的行动提供倾向的意义、动机、解释和规则。
对此，博格曼做出了更为系统的论述，建议在混合研究方法的应用

中“混合”不同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而不是“混合”边界模糊的定量
和定性方法，给研究者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博格曼( Bergman，
2008: 14 － 15 ) 认为，传统的关于定量和定性方法的分工应当被抛弃，
而且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混合研究方法的前提也是错误的。事实上，每
一种定量或定性方法的实践都相去甚远，也很难为整个定量或者定性

方法大家庭总结出彼此区别的特征。基于此观点，博格曼( Bergman，
2008: 17) 建议了混合方法研究中的两个主要原则。一是区分“数据收
集方法”———比如，无结构式口述访谈、建立在封闭式问题上的调查研
究，和“数据分析方法”———比如定性的内容分析、福柯式的话语分析、
定量的内容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等。第二个原则是，研究者可以根据具
体的研究问题、理论和目标选择不同的搭配来理解他们的数据。有鉴
于此，研究者是在处理客观现实还是建构起来的现实、是在做假设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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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探索性的分析，都与数据是通过统计调查或其他什么方法收集的

无关( Bergman，2008: 16) 。
当然，完全打通定量和定性方法之间的区隔不免有些极端，因为数

据收集方法所传达的本体论和认识论观点会对数据分析方法有一定的

要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专家都提醒，在使用计算机辅助软件分析定
性数据时，横剖式的编码要与变量分析的定量逻辑区分开来。如梅森
( Mason，2002) 认为，要达到定性数据每一部分之间高度的一致性是不
可能的，并且定性数据所反映的复杂的社会过程和机制也不应该被缩

减到一个静止的或简单的变量，所以编码形式和分析方法可能会在不

同数据上有变化。本文也持类似的观点，因此在处理定性数据时使用
了多种分析逻辑和分析方法。但是，将客观分析的方法应用于定性数
据毫无疑问是可行的，而且已经在社会科学中得到应用，比如对被访者

的年龄、收入等人口特征的分析以及对被访者的语言构成的分析，后者
在本研究中尤其重要，下节将有进一步的解释。
总的来说，布莱曼和博格曼的观点非常富有启发性。他们不仅为

混合研究方法提供了比较一致的辩护理由，也增加了混合研究设计的

可能性。关于混合研究方法的争论也提醒了研究者，应当根据研究目
的、数据类型甚至研究者的资质选择一种合适的策略来系统地连结数
据及合适的数据分析方法。

三、研究策略和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有关中产阶级的消费模式。很多现有研究中隐含的或理
所当然的假设是，西方文化、①跨国公司在这场“消费革命”中发挥了主
导作用，而中国消费者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西方文化的“辐射”或
“影响”，因此“消费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发展。然而，消费文化的扩散
机制是不是简单地从西方国家辐射到东方和发展中国家、全球化的结
果是否就是全世界被同质为西方文化? 事实上，很多民族志和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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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时常提到“西方文化”，指的是一套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比如北美和欧洲) 具
有普遍性和广泛性的观点和倾向，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文化”是同质的或单向度的。
同理，“西方国家 /社会”或“西方”也用来指代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的研究证实，全球化从来不是一种单向的力量，而是各种力量参与的

“竞技场”( Jackson，2004) 。本土文化也从来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
能够与外来文化互动甚至改变它( Watson，1997; Miller，1998 ) 。同时，
现有研究片面关注消费主义的兴起，然而“消费主义”是产生发展于西
方、直至今日西方学术界仍有争论的一个名词，并且也缺乏实证证据证
明中国新出现的消费倾向与“消费主义”或“享乐主义”是同质的。
另外，正如现有文献所强调的，中国的“新富”和“中产阶级”非常

热衷于炫耀性消费。昂贵的礼物是显示个人支付能力的一种方式
( Wong ＆ Ahuvia，1998) ; 只要是进口的，无论奢侈的还是普通的商品
都具有某种符号价值( Zhou ＆ Hui，2003) 。但是，“个人的取向”，即出
于身体和精神需要而购买的动机，常被研究中国消费文化的学者们所

忽略。本文将采用一种动态的、互动的理解全球化的观点，使用定量和
定性相结合的方法，以期对消费模式和消费倾向提供更为恰当的分析。
定量分析可以使用具有代表性的样本来描述中产阶级的人口特征

和消费模式，定量数据的图表尤其可以非常直观地展现消费模式的特

征及 其 如 何 与 社 会 经 济 指 标 相 联 系。中 国 综 合 社 会 调 查
( CGSS2003) ①包含了有关人口特征和消费行为的一些变量，能够完成
这两个任务，也节省了数据收集的精力。
但是，在 CGSS2003 中，有关消费行为参与的变量非常有限，不能

充分揭示中产阶级消费生活的复杂性。定量分析也难以获得主观的解
释、个体之间微妙的区别以及消费行为如何被具体的文本所塑造等信
息。这三个任务只能由对定性数据的分析来完成。现有研究片面强调
消费的符号逻辑和消费主义的倾向，部分原因是研究者热衷于将社会

学的理解强加给消费过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伍德沃德( Woodward，
2003) 建议了一个有效方法，即从行动者的角度来探索消费问题，试图
挖掘消费行为的语言构成: 策略、叙述和解释。本研究借助这种研究路
径，考察中产阶级对消费选择和行为的解释中暗含着怎样的辩护理由，

由此建构出有关消费倾向的性质和程度的结论。本研究收集定性数据
的方法主要是半结构式访谈。

051

社会学研究 2012． 4

① 这是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和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合作主持的全国城镇范围的
随机抽样问卷调查。详细信息可见于: http: / /www． chinagss． org /。CGSS2003 的调查人
群为 18 － 69 岁居住在中国城镇的成年人，样本量为 5894 户，应答率为 77%。



本研究始于定量数据的分析，然后进行访谈和分析。本研究使用
混合研究方法的主要目的，是强化和深化研究发现并使用定性数据进

一步探索相关结论。定量分析能够产生初步的结论和一些分析的结
构，而定性数据是丰富的和深度信息的主要来源，将产生研究的主要结

论。这是一种以定性数据为主的策略。根据布兰嫩( Brannen，2008:
57) 对大量混合方法研究的分析，该策略被很多社会科学研究者使用。
这种研究策略也类似于梅森( Mason，2006: 3) 所总结的“定性取向的混
合研究方法”，不过本研究的定量分析比梅森假设的只使用一些定量
文献资料要复杂。在梅森( Mason，2006) 看来，这种策略有利于以较大
规模的客观样本为背景来理解研究对象; 它以定性的方法论逻辑为主

导，能够减少定量和定性方法之间的“本体论鸿沟”所带来的风险，也
避开了产生一种“混合”解释的挑战。因此，混合研究方法的哲学陷阱
给本研究带来的威胁较小。
在文化资本和消费文化研究领域，广泛应用的研究方法是调查数

据的多元对应分析( multiple correspondence analysis，即 MCA) 结合定性
访谈数据的分析。这种方法自布迪厄( Bourdieu，1984) 开始受到拥护，
在当代研究中仍然受到欢迎( 比如 Silva ＆ Wright，2008; Bennett et al．，
2009) 。秀娃等研究者认为( Silva et al．，2009) ，MCA 方法提供了一种
描述社会的“关系性”( relationality) 的途径———在调查数据的使用中没
有预设任何有关“因变量”的分布; 对座谈会和定性访谈的分析可以进
一步论述 MCA所揭示的区分和整合的形式，深化我们对意义和行为的
理解。另外，采用 MCA 分析也出于实际情况的考虑。在 CGSS2003
中，有关消费行为参与的变量为定序变量，本研究尝试了因子分析和主

成分分析，然而这些定序变量显著地呈偏态分布，所以本研究只能求助

于多元对应分析。根据以上的方法论讨论和现有消费文化研究的范
式，本研究将应用 MCA于调查数据、应用定性分析于访谈数据。
本研究对中产阶级的定义主要关心的是社会分层如何区分生活方

式和消费。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建立在生产关系基础上的阶
级是区分消费行为乃至其他很多领域的一个重要结构，①这得到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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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很多关于当代西方社会的研究也强调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如布迪
厄( Bourdieu，1984) 、陈和戈德索普( Chan ＆ Goldthorpe，2007a、2007b) ，但本研究认为在
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的成果尤其显著，而且很多时候“中产”在中国语境下代表一种
品味，同职业紧密相联，这在后文的实证分析中也得到体现。



多社会学家的认同( 李培林、张翼，2008; 刘欣，2007; 李友梅，2005 ) 。
本研究的定义主要建立在职业基础上，中产阶级指的是 CGSS2003 中
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负责人( 包括私营业主) 、中级和一般机关干
部、专业人士及技术人员。都市定义为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的
城市地区。根据数据，中产阶级占都市总人口的约 14. 8%，①约占都市
就业人口的 26% ; 在都市中，中产和非中产没有显著性别差异，中产阶
级年收入集中在 1 万至 6 万元之间，只有 5. 8%的中产阶级年收入超
过 6 万元，接近 52%的中产阶级的教育程度为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关于定性数据，作者于 2008 年在北京访谈了 29 位中产阶级成员，

在 2007 年做过一次试探访谈( pilot interview) 。② 访谈主要关注消费的
三个领域，即日常消费、品味( 对消费品和活动的偏好) 和物质文化( 具
体理论框架可见朱迪，2012，这里不再赘述) 。访谈的结构如下: ( 1) 与
行为和社会规范相联系的日常消费，包括购物频率、地点、支出类型、家
族购物、为父母子女及他人的消费、增送礼物、消费中的社会互动，以及
代际差异。( 2) 品味，即对消费品和活动的偏好，关心的是品味在中产
阶级中的分布，中产阶级如何在个人品味的基础上做出有关品味的判

断，以及如何对自己的品味做出辩护。( 3) 物质文化，主要指物质产品
的处置、物质欲望的性质和程度、维持物质欲望和收入之间平衡的策
略。( 4) 消费行为的变化及都市效应，关心的是消费行为在生命历程
中的变化及居住在北京对消费行为产生的影响。( 5) 焦虑和困境，关
注的是消费中的焦虑、矛盾和压力，以及消费者的策略。( 6 ) 最后，人
口特征作为背景信息，包括职业、住房、家族、迁移、年龄和收入( 包括
工资收入及其它投资、经营等收入) 。与定量分析对中产阶级的定义
一致，访谈对象的选择也建立在职业的基础上，包括私营企业主、经理
人员、专业人士和公务员，同时考虑了职位的级别和雇主的规模。在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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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对于都市中产阶级人口特征的估计使用了性别和年龄的加权，权重的计算参考了第五次

人口普查数据。
由于数据获得上的原因，定量数据来自 2003 年，定性数据来自 2008 年，这给本研究带来
一定局限性。但在本研究的方法论中，定量分析主要用以揭示中产阶级的人口特征以及
城镇人口消费模式的差异等背景信息，同时为定性分析提供一些分析的结构; 而定性分

析阐述消费生活的复杂性，是研究结论的主要来源。研究结论也并非定量和定性分析之
间的互补或整合( 具体见前文中有关方法论和研究策略的论述) ，所以即使在 2003 至
2008 年之间城镇人口平均收入或消费倾向发生了变化，也不会对研究结论的可靠性造
成威胁。本文所建议的这种混合研究方法也可以看作是在数据获得有一定局限性的条
件下，如何尽量发挥两种数据的优势又避免可能冲突的一种策略。



本选择过程中，本研究特别注意避免研究者所熟知的人，并希望选取的

样本覆盖尽可能广泛的人口特征。这种样本选取策略旨在避免样本局
限在某个特殊人群而导致结论的偏差，并非追求概率抽样的普遍性或

代表性，正因为如此，本研究对定性分析的结论使用的是理论推广而非

经验推广( 详见后文) 。
被访者的年龄在 27 至 60 岁之间，11 位为出生于北京的本地人，

15 位为男性，分散于诸多行业，单位性质既有国有也有非国有部门。
年收入集中于 5 至 20 万元之间; 收入的性别差异显著———更多的女性
年收入为 5 至 20 万元之间，而更多男性的年收入为 20 万元以上。

四、城镇人口的消费模式地图:
“节俭—适度型”和“奢侈型”

调查数据中有一系列关于社会和个人活动参与的变量，本研究选

择了六个有关购买和使用物质产品和服务的变量来测量受访者所表现

出的主要消费倾向的性质和程度。数据中原始的变量数值标签是同意
度量表。① 但是在解释研究发现时使用这些“符合程度”的标签有些语
焉不详，因此本研究将变量转化为有关消费行为参与的变量，即( 1) 我
和我的家人购买“非必需”物品; ( 2) 我和我的家人过生日或遇上重要
节日时去餐馆聚餐; ( 3) 我到较有名气的商店购物; ( 4 ) 我家拥有名牌
耐用消费品; ( 5) 我家使用艺术品装饰家庭; ( 6 ) 我去专门的体育场馆
或健身房锻炼身体。同时，原始的同意度量表也被转化为相应的频率
量表: 1 表示频繁，2 表示有时，3 表示偶尔，4 表示从不。可以看出，这
些变量大体上测量一种追求乐趣和舒适的消费倾向。基本上所有转化
后的变量没有改变原有变量的含义，只是第 4 个和第 5 个变量在使用
频率标签时有些不准确，所以在解释时会稍有调整。
对应分析可以看作是主成分分析在定类变量上的应用，该方法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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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原始变量为六个有关消费的描述: ( 1) 除非必要，我和我的家人从不轻易购买生活必需
之外的物品; ( 2) 我和我的家人过生日或遇上重要节日时，总是到餐馆去聚餐; ( 3 ) 我总
是到较有名气的商店去购物; ( 4) 我家的耐用消费品大都是名牌、高档; ( 5 ) 我家用了好
些艺术品、艺术画来装饰家庭气氛; ( 6 ) 我经常去专门的体育场馆或健身房锻炼身体。
变量标签是对这六种描述回答“很符合”、“较符合”、“不太符合”或“很不符合”。



虑的是主成分分析的几何定义而非统计定义( Blasius ＆ Greenacre，
2006: 12; Greenacre，2006: 42) 。多元对应分析作为一种非线性多变量
分析方法，不像主成分分析那样对变量有正态分布的假设，又可以形象

地展示两个以上定类变量之间的关系( Greenacre，2006: 41 － 42 ) 。此
外，MCA还有另外两个优势。首先，研究发现的图表展示非常易于解
释。一方面，两个类别之间的距离使得研究者可以推断个体之间的相
似程度; 另外，每个类别对各个轴的贡献指标可以让研究者进一步解释

数据所揭示的模式。其次，在消费模式地图做出来之后，可以加入补充
变量，将消费模式与人口特征联系起来，但不改变原图的系数。
本研究使用 STATA10. 0 进行多元对应分析。进入分析的总共有 6

个变量，每个变量包含 4 个定序类别，一共产生 24 种不同的模态。分
析的结果是在 5659 个样本的基础上产生了 4 个轴。轴 1 可以解释
84. 29%的方差，主要惯量( principal inertia ) 为 0. 169; 轴 2 可以解释
9. 67%的方差，主要惯量( principal inertia) 为 0. 019。因此，轴 1 和轴 2
是最重要的两个轴，也说明了这 6 个变量构成一个量表。
图 1 揭示了城镇居民消费模式的分化。四种不同程度的参与模式

分别聚集在不同空间内。“频繁地”去餐馆吃饭的人也“频繁地”在较
有名的商店购物，拥有的家庭耐用品大多为名牌，使用大量艺术品装饰

家庭，也“频繁地”去健身房健身。“有时”参与这些消费行为的人也集
中在一个区域，“偶尔”和“从不”也是同样的情况。①

根据现有文献，消费模式主要同社会阶层、年龄、收入和居住地区
有关。因此，这些因素被当作补充变量加入了 MCA 分析，如图 2 和 3
所示。很明显，年龄和阶层②两个变量紧密地沿着轴 1 分布( 见图 2) 。
从左向右，这两个变量按照从白领类职业到体力劳动职业、从年轻到年
长的模式排列。根据分布在轴 1 左侧和右侧的类别，研究发现区分消
费模式的界限大体上可以划在白领从业者( 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
和技术人员、中级和一般干部、办事人员) 和( 半) 体力劳动者( 商业服
务业人员、个体户、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
员) 之间、小于 36 岁的人群和大于 36 岁的人群之间。另外，如图 3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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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频繁购买非必需品”是个异数，可能的原因是“非必需品”这种表述有点模糊，让被访者
感到困惑。
MCA分析中使用的职业阶层变量只包括了就业人口。因此图 2 中的一些系数发生了微
小改变，但各模态在空间中的相对位置保持不变。



注: 横轴( 轴1) 为主轴，代表“节俭—适度型消费模式”; 纵轴( 轴2) 代表“奢侈型

消费模式”。

数据来源: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2003; 调查人群: 2003 年居住于中国城镇地

区住户中的 15 － 77 岁的男性和女性; 样本总数: 5659。

图 1 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参与的多元对应分析，2003 年

示，“都市移民”①和“都市本地人”②的消费模式较接近白领从业人群
和较年轻人群，而“其他城市居民”的消费模式较接近( 半) 体力劳动人
群和较年长人群，这体现了都市对人们消费行为的影响。但是，居住在
都市地区的影响不如年龄和社会阶层的影响来得显著。
因为年龄和职业阶层两个变量沿着轴 1 紧密地分布而且较少有沿

着轴 2 的纵向分布，可以说年龄和职业阶层是轴 1 所代表的消费模式
的最重要影响因素，又因为轴 1 是解释最多变异的主轴，因此可以说年
龄和职业阶层是区分城镇人口消费模式的最重要因素。通过考察每一
种模态对两个轴的变异所做的贡献，③轴 1 主要被“偶尔”和“从不”两
种模态所解释，二者的贡献分别占 35%和 36. 5%，因此轴 1 大体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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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出生后迁移到都市地区的居民。
出生并且调查时居住于都市地区的居民( 包括在三个直辖市城区内迁移的人群) 。
受篇幅限制，该表没有在本文列出。



注: 横轴( 轴 1) 为主轴，代表“节俭—适度型消费模式”; 纵轴( 轴 2 ) 代表“奢侈型

消费模式”。

数据来源: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2003; 调查人群: 2003 年居住于中国城镇地区

住户中的 15 － 77 岁的男性和女性; 样本总数: 3277。

图 2 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参与的多元对应分析
( 职业阶层与年龄为补充变量) ，2003

以被描述为一种“节俭—适度型消费模式”，较年长、( 半) 体力职业阶
层的人群和“其他城市居民”较为节俭，而较年轻、白领职业阶层的人
群和都市居民则更经常参与多种消费行为( 适度消费) 。
收入是区分轴 2 所定义的消费模式的最显著因素( 见图 3) 。沿着

轴 2，顶端是年收入 60000 元及以上，再往下是年收入 30000 元至
60000 元; 其他收入组集中于轴 2 的底端，但是年收入 5000 元至 10000
元和年收入低于 5000 元两组也沿着轴 1 分布。高于 60000 元的收入
组尤其接近“频繁地”去餐馆吃饭、“频繁地”在较有名的商店购物、拥
有的家庭耐用品大多为名牌、使用大量艺术品装饰家庭、“频繁地”去
健身房健身。相应地，30000 元至 60000 元之间的收入组接近“有时”
参与这些消费行为，而其他收入组更接近于“偶尔”或“从不”参与这些
消费行为。“偶尔”和“有时”模态的位置则十分有趣，这些点接近于白
领职业、小于 36 岁、居住于都市地区以及年收入在 10000 元至 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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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横轴( 轴 1) 为主轴，代表“节俭 －适度型消费模式”; 纵轴( 轴 2) 代表“奢侈型

消费模式”。

数据来源: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2003; 调查人群: 2003 年居住于中国城镇地区

住户中的 15 － 77 岁的男性和女性; 样本总数: 5007。

图 3 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参与的多元对应分析
( 收入与居住地区为补充变量) ，2003

元之间。这一区域反映了都市年轻中产阶级消费模式的重要特征———
有一定的追求乐趣和舒适的欲望，但受收入和较高生活成本的限制，物

质欲望和购买力之间存在紧张。对轴 2 来说，主要的贡献来自于“频
繁地”参与这些消费行为的模态，占 53. 1%，由于轴 2 同收入有着紧密
关系，该发现反映了一种在富裕群体中更为显著的追求快乐和舒适的

消费倾向。可以推断，轴 2 代表的是一种“奢侈型消费模式”: 较富裕
的群体更频繁地选择昂贵的、高质量的物质产品和服务，中等收入群体
只是有时或偶尔参与这种消费模式，而较贫困的群体则趋于节俭型消

费模式( 沿着轴 1 分布) 。
定量分析表明，在城市人群中存在一定程度的追求乐趣和舒适的

消费倾向，从中我们得到以下启示: ( 1) 年龄和职业阶层是区分城镇居
民消费模式的最重要因素，出生于 70 年代及之后的人群更广泛地参与
追求乐趣和舒适的消费活动，可能其与成长的社会背景有关，一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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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反映了我国近 30 多年来的巨大社会变迁。( 2) 就消费模式来讲，白
领阶层和( 半) 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区别比白领阶层内部的区别更为显

著，尤其是职业中产( 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和技术人员、中级和一
般干部) 更频繁地追求乐趣和舒适的消费行为，体现了其较高的经济

资本和文化资本。( 3) 居住在都市地区对消费行为的影响明显: 消费
模式的主要区别在都市居民和其他城市居民之间，而非都市移民和都

市本地人之间，可以推断出移民的品味和生活方式在迁入都市后受到

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4) 相对于年龄和职业，收入对消费模式的区分
起了次要作用，该发现说明消费 /品味不仅仅是种经济行为，也为社会
文本和生活方式———或布迪厄所言之“惯习”①———所塑造。
分析也发现，虽然一种追求快乐和舒适的新的消费倾向有所发展，

但节俭—适度型消费模式在城镇居民中仍然占主导地位，这反映了我
国还并不富裕的经济发展程度以及传统价值观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暗

示了城镇居民在物质欲望和购买力之间有意识的取舍。

五、品味的辩护和消费倾向

定量分析让我们对城镇人口的消费模式有了总体上的了解，得到

一些关于城镇居民消费倾向的发现，也进一步坚定了将职业作为社会

分层主要依据的信心。但其实我们对“追求乐趣和舒适的消费倾向”
这一研究发现的建构仍有疑问。中国人在消费中到底是追求“自我导
向”的舒适乐趣还是“他人导向”的地位炫耀? “乐趣”和“舒适”的含
义是什么? 在传统文化强调“奉献”、“节省”的社会背景中，这种新的
消费倾向是否具有合法性? 显然，这些问题的最佳答案来自能够挖掘

主观解释和分析潜在问题的访谈数据。另外，定量分析只是显示了消
费模式在年龄上的差异，在无法获得时间序列数据的情况下，定性分析

也是判断这种年龄差异是否可以理解为受到社会变迁影响的代际差异

的一种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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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布迪厄( Bourdieu，1990: 53) 解释，惯习是一个“持续的、可转换的处置的体系，它是预
先被结构化了的结构起着组织社会结构的作用”( system of durable，transposable disposi-
tions，structured structures predisposed to function as structuring structures) 。



本研究将 30 个访谈转录为文本之后，使用 Nvivo7. 0 辅助分析。
分析基本上经历了四个阶段: 编码、关联编码、建构结论 /观点以及验证
结论。数据主要通过文本的、解释的和反身性的逻辑进行解读和分析。
大多数编码为横剖类型。一方面，文本分析可以得到有关消费模式、主
观解释和社会文本的信息; 另一方面，解释的和反身性的逻辑能将客观

观察与社会文本相联系并考虑研究者的角色作用，可以克服文本分析

的质量取决于数据是否真实的局限性。此外，本研究也将横剖分析与
语境分析、个案分析相结合，在这些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建构结论。
研究结论的推广主要是理论推广，这种推广被认为在定性分析中

比经验推广更为有效( Mason，2002; Hammersley ＆ Atkinson，1995) 。首
先，被访者是从非常广泛的中产阶级群体中选择而来，并非只针对某个

特殊的人群。其次，结论指明了这种消费倾向在中国实践的不同方式
及社会文本。方法论和验证分析也表明，本文结论也可以被用来解释
其他社会情境( settings) 中的消费模式。
定性分析印证并进一步扩展了定量分析。年龄、性别和收入是区

分都市中产阶级的日常支出、购物频率和地点以及品味的重要因素。
通过被访者对于自己同父母、子女在消费上的差异的叙述和解释，证明
定量分析所揭示的年龄差异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代际差异———同其
所成长的社会环境有关。从被访者对代际差异的解释也可以看出，追
求乐趣和舒适的倾向大体上可以得到验证。
定性分析最重要的发现是消费倾向的性质、程度和实践。从日常

消费、物质产品的处置以及品味三个维度，都市中产阶级表现出了一种
追求乐趣和舒适的消费倾向。30 位被访者中，8 位清楚地使用了“乐
趣”、“好玩”、或者“开心”等语词来解释为什么偏爱某种活动或物质产
品。另外 10 位被访者在品味的解释中暗含着对乐趣的追求，例如从物
质产品和看画展中获得审美的乐趣，从旅游中获得体验的乐趣。同时，
没有被访者谴责对乐趣的追求。在 18 位体现出乐趣追求倾向的被访
者中，很多人也偏好使用高品质的商品或借助各种服务来追求一种舒

适的生活。对于其余 10 位被访者来说，舒适和满足是消费的主要动
机。只有两位被访者( 潘先生和张女士) 提到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地位
显示或社会认同，这种动机也被其他 5 位被访者提到，但作为消费中次
要的动机。至此，访谈数据发现了不同模式的消费行为。
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区分了“自我导向型”和“他人导向型”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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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前者强调个人身体和精神上的需要———乐趣和舒适是典型例子，
后者看重的是他人的赞赏或评价———地位炫耀是典型例子。定性分析
显示，在北京中产阶级的消费行为中，自我导向型和他人导向型消费倾

向都发挥一定作用，但自我导向型消费倾向占主导地位。
接下来讨论这种自我导向型消费倾向的具体含义和性质。总的来

说，被访者对品味主要进行了审美辩护和道德辩护。在审美辩护中，对
感官性乐趣、功能性乐趣、思考性乐趣和社会性乐趣的追求交织着对舒
适———满足各种需要———的追求( 详见表 2) 。

表 2 满足的类型学

满足的类型

感官性 功能性 思考性 社会性

低密度 乐趣 满足 娱乐 参与

高密度 愉悦 成就 欣赏 互依

资料来源: Warde ＆ Martens，2000: 187。

体现出明显或暗含的追求个人乐趣倾向的 18 位被访者大都可以
获得感官的乐趣。功能性乐趣进入到了成就的世界，有关消费品的价
格符合价值和自我提高。10 位将舒适作为主要追求的被访者可以落
在这个类别中，因为舒适同身体和精神需要的功能满足相联系。成就
感是高密度的功能性乐趣，在几位男性被访者的消费行为中较明显，他

们将消费作为履行家庭责任的途径或者作为体现工作的物质回报的途

径。对于事业较成功的唐先生来讲，成就感较少来自个人物质欲望的
满足，而更多地来自照顾好父母。在潘先生的消费行为中，高密度和低
密度的功能性满足感都显示了出来。这位 27 岁的 IT专业人士对于奢
侈品有很大的激情，在接受访谈的时候，他用的是一个价值上万元的

BOTTEGA VENETA( 宝缇嘉) 手提包。

它( 拥有奢侈品) 对我来讲是种乐趣。当一个人有钱的时候，
拥有质量很好的奢侈品让你很开心。比如一个爱马仕或者菲拉格
慕的手提包，或者一块宝珀的手表，我认为它们当然值这个价钱，

它们通过我的努力工作获得。如果我现在能买得起一个大房子，
会给我带来很大的乐趣。( 27 岁，外地人，跨国 IT企业项目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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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先生的消费行为体现了地位显示的动机，但是可以发现，更深层

次的动机还是使用这些物质产品所带来的乐趣———来自事业成就感的
功能性乐趣以及为自己和家人提供舒适生活所带来的社会性乐趣。由
此得到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奢侈消费和炫耀消费不应简单理解为“他
人导向型”的行为，其中可能也交织着“自我导向型”的乐趣。
有关思考性乐趣的发现揭示了新的消费模式，指出了新的辩护依

据。思考性满足包含类似白日梦和幻想的体验、审美及智力上的反思，
它们会产生一些回报( Warde ＆ Martens，2000: 186) 。白日梦和幻想在
产生思考性乐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是建构乐趣———甚至从日常
活动中。这种技巧被坎贝尔( Campbell，1987 ) 认为在“现代享乐主义”
( modern hedonism) 中很重要，现代享乐主义是现代社会消费文化的内
在动力。在对品味的解释中，一些被访者将乐趣、玩或刺激作为追求，
所以实际的活动是可变的、广泛的，包括喝酒、购物、度假、甚至烹饪和
驾车等非典型的娱乐活动。此外，基本上所有提到喜欢旅游的 7 位被
访者都偏爱自助游，虽然这种方式更耗费时间和体力，但它允许了更大

的自由进行乐趣的建构，因此能够产生高密度的思考性乐趣。
社会性乐趣强调互相依赖、互惠和分享，“包含参与、同情和信任，

其中陪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 Warde ＆ Martens，2000: 186) 。
该类型的满足感常常被学者忽略，但在强调家庭责任和义务的中国社

会是获得愉悦的非常重要的元素。在通过旅游获得个人乐趣的同时，
被访者也将这种乐趣延伸到了家庭，将其看作履行家庭责任的方式之

一。不仅如此，被访者还通过鼓励子女和父母追求乐趣和舒适来获得
社会性乐趣。在外企工作、月收入约 4 万元的麦先生( 40 多岁) 是个典
型例子。他觉得与家人一起旅游更有乐趣，还热衷为两个儿子投资各
种“玩儿”的课程，包括游泳、空手道、骑马等。他对儿子从中获得乐趣
感到很满足，也通过想象将来孩子能过上快乐的生活感到很开心。由
此也可以看出，虽然在通常情况下强调个人乐趣和舒适的“自我导向
型”倾向比较明显，但是在与家庭有关的“私领域”中，中产阶级的消费
倾向带有一些“他人导向型”的色彩———个人同家人的乐趣和舒适的
体验紧密相关，体现了新的消费倾向与传统价值观的交叉。
在乐趣的寻求中，性别和年龄扮演了重要角色。在表现出明显追

求个人乐趣倾向的被访者中，大部分为男性和年轻女性，他们通常不是

家庭购物等日常琐事的主要承担者。而较年长的女性被访者往往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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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中的舒适、放松，可能的原因是，负责家庭购物的女性通常从家庭
长期福利的角度来进行消费决策，而男性和较年轻的女性可以更加专

注于寻求乐趣，虽然可能也会考虑其他维度。此外，比较年轻的被访者
显示出了更为明显的追求个人乐趣和舒适的消费倾向，同时也想要与

家人和朋友分享乐趣和舒适，并鼓励自己的子女———一定程度上也鼓
励父母———追求乐趣和舒适。
有关乐趣和舒适的审美辩护之外，几乎所有被访者都提供了道德

辩护，主要关于“量入为出”，即保持消费与储蓄、长期福利相平衡的能
力。传统的节省和适度的价值观再次体现出来，但是其实践方式又有
所区别。宋先生( 31 岁) 是一位上市房地产公司的部门经理，喜欢买房
子和投资。他可以为自己的消费行为辩护，因为“负担得起”:

我认为为了应急存钱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们是在等待幸福

而不是等待意外( 笑) ……我的想法很简单。如果有意外，我可以
把钱从投资里取出来，比存在银行好多了。

宋先生的辩护理由暗示着对生活舒适和幸福的追求，也体现出

“量入为出”这种传统价值观在当代新的实践方式———中产阶级用积
极的理财策略在满足物质欲望的同时努力保持收支平衡，这不同于传

统的强调禁欲的节省伦理。
定性分析发现，大多数被访者对自己的品味很自信; 很小一部分样

本曾经经历或正在经历一些矛盾情绪，主要是那些将地位体现或社会

认同作为主要消费动机的被访者。因此，对大多数被访者来讲，通过消
费追求舒适和乐趣是“正当的”( justifiable) ，只要“负担得起”。
通过定性分析，本文对当代中产阶级消费倾向乃至价值观的转变

有了更深入的认识。首先，节省这一传统道德对人们的消费行为仍然
有相当的影响。但是，如果经济上可以负担，对于乐趣和舒适的追求在
被访者看来具有合法性，所以不需要在其他道德基础上进行辩护，如工

作伦理或家庭责任。虽然被访者可以通过工作成就和同家人分享来获
得功能性和社会性乐趣，但是努力工作和足够的家庭责任大都不被认

为是追求乐趣和舒适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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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 论

本文以中产阶级的消费模式研究为例讨论了混合研究方法的方法

论、研究策略及应用。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揭示中产阶级消费行为的特
征以及潜在的消费倾向的性质和程度。本研究使用混合研究方法，目
的是强化和深化研究发现并使用定性数据做进一步的探索。主要研究
策略是以定性分析为主导，将多元对应分析应用于具有代表性的调查

数据，将定性分析应用于半结构式访谈数据。
研究发现，一种新的倾向融入到都市中产阶级对这个世界的日常

理解中。本研究将该倾向总结为“对个体乐趣和舒适的追求”。它引
出一套新的可以被辩护的行为———一个人在决定如何生活时被允许考
虑自己的乐趣和舒适。因此，在以北京为例的中产阶级中，“自我导向
型”消费倾向比“他人导向型”消费倾向更显著。
分析显示，中产阶级并非一个同质的群体，而且他们对乐趣和舒适

的追求交织着很多“取舍”，例如为履行家庭责任的妥协及为保持量入
为出的理性和克制。中产阶级是一个复杂、多元化的群体，他们的消费
模式必须结合其对社会实践的参与和具体的社会文本才能得到理解。
本研究挑战了对中国“新富”群体的刻板印象，对其消费倾向或趋于炫
耀或趋于节俭的单向度的认识需要调整。
由此也可以总结，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消费者并非西方文化的被

动接受者或跨国公司及其产品的“被动消费者”; 相反，他们表现出显
著的消费者主权和自主性———强调乐趣建构的自主性、有意识的取舍
并抵制权威，包括市场、媒体和政治权威。因此，不能简单将中国中产
阶级的消费倾向归结为“消费主义”或“享乐主义”。当代新出现的消
费倾向融合了那些更为传统的理解体系，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独特

的、具有不同表现形式的消费伦理———既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中产阶
级的消费倾向，也区别于先前中国社会的一些动机和倾向。
本文分析显示了这种混合研究方法如何丰富、深化研究结论。定

量分析使用具有代表性的样本发现了城镇居民消费模式的分化，以及

年龄、收入和职业阶层对消费模式的区分。定性分析证实了这些发现，
并带来了更多生动的故事和更多维度的理解，包括日常生活、品味和物
质文化。定量分析揭示了城镇居民消费模式最显著的特征是节俭和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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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定性分析则给出了进一步的解释———这种“适度”的倾向与传统的
节俭伦理在性质和程度上有何不同。此外，定量分析的另一重要发现
是城镇居民中存在一定程度的追求乐趣和舒适的消费倾向，定性分析

结合社会文本和主观解释深入讨论了这种倾向，从而获得了“乐趣”和
“舒适”的具体内容、类型以及消费行为的代际差异，更重要的是，揭示
了消费者为自己的品味和行为进行辩护的依据，从中建构出了都市中

产阶级的主要消费倾向以及这种消费倾向是否具有合法性的研究结

论。类似于秀娃等人的研究( Silva et al．，2009) ，本研究的多元对应分
析也揭示了社会的“关系性”，访谈分析则深化了对消费行为的动机和
意义的理解，也揭示了一些隐蔽的社会规范和习俗。
当然，正如梅森( Mason，2006 ) 提到的，这种以定量或定性数据为

主导的混合研究方法是比较保守的，虽然较少受到“本体论鸿沟”的挑
战，但收获的成果也较单薄，不能充分展示定量和定性方法相结合的精

彩之处。将来若能结合更新的全国调查数据和更多的田野调查，则会
进一步丰富对中产阶级消费模式的理解。
实践证明，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的结合能够提高研究发现的可靠

性和深入性。此外，本文也提醒研究者在采用混合研究方法时注意可
能遇到的风险。研究者应当根据研究目的、数据来源以及所掌握的技
术来选择具体研究策略，并且要明白这种研究策略背后的方法论含义

及其优势和局限性，这样才能得到可靠的、有效的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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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cope with various overloaded tasks pressurized from the higher
authorities，some community residents’committees selectively use fraud，engage-
ment in formalism and even deceptive ways to carry out their daily jobs，which is
termed as selective pressurizing-responding phenomenon by this paper． By construc-
ting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bout the behavior logic and strategic choices of the gov-
ernment，the community residents’committee and the residents，this paper tries to
explain why this phenomenon could happen and how it sustains itself in practice． On
the one hand，the community residents’committee severely lacks manpower re-
sources，financial resources，power and time resources，which seriously compromises
their administrative capabilities，therefore，the community residents’committee has
to selectively choose pressurizing-responding strategy to manipulate the overwhelming
tasks assigned from the higher authorities; on the other hand，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isomorphic responsibility governmental system and pressure-type administrative
system，in order to secure political achievements，the higher authorities especially
the subdistrict administrative offices tend to tolerate the community residents’com-
mittee’s deceptive behaviors and always take a permissive attitude towards residents
committee’s selective pressurizing-responding．

The Structure and Dynamics of the Korean Twitter Network
Chang Dukjin ＆ Ghim Ghi-Hoon 127

…………
……………………………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elineate the structure and dynamics of Korean
Twitter network． The paper is largely divided in two parts． The first half reports gen-
eral characteristics of Korean Twitter network． The second half contains two case
studies which became huge social issues during the research period: the heavy rain
during the Chuseok holiday season and the“ideological consumption debate”regard-
ing the sale of pizzas at Emart，a large supermarket chain． Although this is still a
heuristic research，we are able to come up with a few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Twit-
ter is basically a space for communication and discourse． Caution should be used
when interpreting the widely-known power-law distribution in terms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Twitter illustrates a strong inclination toward becoming an alternative media
vis-a-vis offline traditional media． When a debate goes on in Twitter，there are two
major strategies． One is to use opposite concepts in the same discourse category，and
the other is to bring in a new discourse category which has not been used by the con-
tending party．

The Methodology and Research Strategies of Mixed Methods Design and
its Application: In a case study of consumption patterns

Zhu Di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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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mixed methods combining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ethods are widely used in social sciences． However，insufficient attention is paid to
the underlying methodological assumptions and the way in which research strategies
are decided． In fact，it remains a debate whether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ethods
could be combined; furthermore，the ontology and epistemology as well as implica-
tions generated from research findings could vary in different practices of mixed meth-
ods research． Taking a study of consumption patterns of the Chinese middle class as
an example，this paper elaborated the reason，the purpose，the methodology and the
research strategies of a mixed methods design and illustrated its application in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Using findings from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data，this
paper demonstrated how mixed methods could expand and deepen research conclusion
and how the complexities and diversities of consumer life could be understood with
representative quantitative data as source of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 Construct Validity Study of C． F． Yang's Zhong Yong Conceptualiza-
tion Yang Zhongfang ＆ Lin Shengdong 167…………………………

Abstract: This paper reports a study examining empirically the connectivity of 13 key
constructs laid out in a conceptualization proposed by C． F． Yang for conducting so-
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on an indigenous concept—zhong yong，the influence of
which is still being observed and felt by people living in modern Chinese societies．
The 13 constructs include: ( 1) yin /yang co-existence，( 2) yin /yang convertibility
in social perception，( 3 ) social interactional principles，( 4 ) balance-conscious-
ness，( 5) zhong yong beliefs /values，( 6) trend-awareness，( 7) holistic，( 8) inte-
grative and ( 9) harmonious orientation in dealing with life-events，( 10) public and
( 11) private self-consciousnesses，( 12) feeling of ease and ( 13) life-satisfaction．
Eight instruments，five indigenously developed and two Western originated，were a-
dopted to measure these 13 constructs and administered on 163 college students from
Xia Men University． Pair-wise correlations were compared against the predictions for-
mulated by Yang's model． The results in general supported the model's predictions，
except one，yin /yang convertibility． This unexpected result demands some revisions
of both the construct measurements and Yang's model．

The“Making Out”Game outside the Factory: A case study of“making
out”production in Pearl River Delta area Huang Yan 187…………

Abstract: The“making out”phenomenon occurring in the original equipment manu-
facturer ( OEM) industries in the coastal areas has challenged the traditional enter-
prise organization theory． Constrained by the high instability of orders and the labor
market，the emerging out-sourcing patterns of“making out”production within facto-
ries or by tenant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area differ remarkably from the traditional
family OEM model． Rushing in orders is neither a supplementary way for household
income ( or temporary household labor) ，nor a way of creating an industrial rese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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